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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者如何逾越 20 世纪的框架——地域与人 

纵观世界历史，两次世界大战极其深刻地影响了当今世界各国的格局。二战后，东亚各 

国的政治格局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和调整，新的民族——国家形成以及战争所留下的历史记

忆都使得各国之间难以就相关的历史议题达成一致的共识。长久以来，中国的历史都是由掌

握文字的精英所书写的，来自底层的“个人”的声音常常被忽略。这样的景况直至今日亦尚

未发生较大的改变。中山同学在讨论文中所说的研究者在促成东亚形成一致的历史共识过程

中应当发挥自身的作用，因而需要突破原有的以国家—民族为主语的讨论更多地关注地域与

人。无疑，这样的想法对既定的研究范式而言是颇具创见的。当宏大的以“国家——民族”

为主语的历史书写转变为以“地域——个人”为主体时，诸多的历史事件将呈现出更为多元

的面貌。将国家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从研究及书写当中抽离之后，得到的也许是更纯粹而有

温度的研究。对于真实的追求以及对“人”的关怀始终是社会人文科学的题中之义，同时亦

是它独特的价值所在。 

然而，在我看来，对于 20 世纪研究框架的逾越无法一蹴而就。一方面在于原有的“国

家——民族”范式强有力的话语权力对“地域与人“的研究及表述的影响。任何一种研究范

式的形成及持续都具有惯性作用，旧有范式无法在朝夕之间被颠覆，新范式的形成亦同样不

是在转瞬之间就能完成。譬如，就我在中国国内看到的情况而言，目前民族学人类学界内的

许多研究仍然是以国家政治所划分的“民族”为界限进行研究，在部分高校内亦有研究中心

直接以某族的名称命名。这样的境况既是由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社会现实所催生的，也是由

长期以来民族学研究多是由政府出资而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虽然近年来在学术界中涌现

出越来越多的以区域社会问题为导向的学术研究，但以族别为界的历史文化研究依然占有一

席之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存在着纷繁复杂的多元文化的民族国家如何逾越原有的研究框架

促成东亚共同的历史认识的形成这样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地思考与讨论。再者，中山

同学所说的以“地域与人”为主体的研究是否是说我们应当抛开“国家——民族”给我们思

维及研究所带来的桎梏，更多地回归到某一地域内的个人所具有的历史体验上?如果是的话，

我认为在进行这样的“地域与人”的研究时需要注意每一个表述自己体验的个体所具有的不

同阶层、不同认同及不同身份等社会属性。因为同样的历史事件对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与空

间中的个体而言，其所带来的体验迥然而异。并且每个人在表述时的动机不一，如何保证个

体的表述是真实而中肯的，这一问题也需要注意。 

 

2. 人文社會科學的最大支援者是不是國家？ 

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特殊的学科属性与能够立竿见影地产生实际产品和效益的 

理工类及应用型学科不同，因此“急功近利”的政府和国家对其的重视程度也远远低于这些

能够直接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应用学科。日本政府在 2015 年要求各高校取消或转型人文社会

学科的消息一经传出就引发了世界舆论的热议，诸多的媒体都认为人文社会学科是孕育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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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摇篮，取消这些学科的设置会有助长极权出现的风险。毋容置疑，如此武断地认为人

文社会科学对国家的贡献不大，没有必要进行支援的观点是狭隘而短视的。 

人文社会学科对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的作用不言而喻但无论是在东亚还是世界各国各个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多设置在高校内部，目前的高等教育机构主要由国家主办，因此政府

下拨经费及国家设置的各种社科基金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但在当今全球化与

市场经济体系急速发展的社会大背景之下，人文社会学科也以越来越“入世”的态度参与其

中，跨国公司及财团也因为自身发展需要设置了各式研究项目可供申请。虽然独立于高校之

外的研究机构仍然不是主流，但部分具有前瞻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学人运用自己的智慧将所学

的专业知识转化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并进一步推动着学科的发展壮大。在中国，我所了解

到的将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经世致用”的例子有原北大社会学专业毕业的袁岳先生，他不

仅开办了零点调查公司为各大企业的社会调查及项目研究服务，还利用自己的极佳口才在中

央电视台开办了名为头脑风暴的电视节目。由此看来，只要学人发挥自身独特的学科优势以

积极入世的态度融入社会和市场并在其中谋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学科最大的支援者也未必只

有国家。 

另外，在研究者与国家的关系这一议题上，我想说的是，无论在哪个国家都存在着作为

国家、政府的鼓吹手的“政治学者”同时也存在着时刻警醒坚持道义与良知“敢于直面淋漓

的鲜血”披露真实的有担当有脊梁的真正学者。能够“一针见血”地直指政府弊端的学者不

在少数，但能在指出政府弊端的同时真正影响政府做出改变的学者却凤毛麟角。作为年轻的

研究者我们当然不可“为五斗米折腰”做国家和政府的宣传鼓手，但一味激进地咒骂同样无

法改变残酷的现实。我想，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增强自身研究的可操作性，在理性地陈述

问题、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真正能够被政府采纳、实践的解决方案。只有用实际的研究成

果证明学科的应用性在不断增强，我们的学科影响力才能够不断扩张。 

 

3.與市民社會應怎樣溝通？ 

   中山同学在讨论文中强调了“市民”不是指等待领导者来领导或知识分子来启蒙的民众，

而是指认识到自己的义务及权利并主动进行发言和行动的个人。日本的“市民社会”程度或

体系相较中国而言要成熟许多，中国的公民当中能够真正被称为“市民”的数量恐怕为数不

多。因此，我个人认为学术研究与人的沟通问题与其只针对已经觉醒的“市民社会”不如直

面平凡的普罗大众。毕竟，“市民”的数量要远远少于普罗大众。我们既要保持自身学术视野

的高度，也要从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入手多做“接地气”的学术研究，让学术成果不仅能经受

得住学术界内严谨的规范考验同时也能被普罗大众明白、接受。美国人类学家米德就是表现

突出的极佳典范之一，她不仅研究著述等身，还积极地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开设专栏，

写作的内容涉及到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因为这样的积极“发声”使得她在当时的美国社会

极富影响力，也成为印制在美国邮票上的人类学家。当我们的学术研究被广大的群众所接受

并产生影响力之后，自然会形成自下而上的推力被国家和政府所认可，从而也为学术研究内

容和形式的拓展赢得更多的空间。 

     以上就是我个人的一些粗浅的认识，如有不当之处还望诸位多多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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